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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时空格局演变的作用路径研究
——基于东北三省地级市实证分析

王 康，李志学，周 嘉
（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哈尔滨 150025）

摘要：基于2005-2016年东北三省3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定性分析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的时空格

局演变特征，并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法定量研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结果表

明：（1）从各城市对比来看，环境规制强度呈现出明显的市域差异，碳排放量呈先增加后减小态

势。（2）从空间格局来看，环境规制强度呈现由北向南逐渐增强的态势，区域间差异逐渐增大。

环境规制的高水平类型分布集中，城市数量最多；低水平类型均位于黑龙江省北部，城市数量

最少。碳排放量的高水平类型集中分布在辽东半岛以及大庆市和吉林市等石油型、冶金型城

市，低水平类型城市数量呈波动增加，主要分布在东北北部，且向南逐渐扩散。（3）东北三省严

格的环境规制不仅直接抑制碳排放，也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精简粗放投资间接抑制碳排

放，地方政府竞争则会减弱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抑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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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水平迅速提高，经济实力逐步增强，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但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使环境和资源问题严重恶化。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

北地区，工业起步早，碳排放量巨大，面临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基于新一轮东北老工

业基地振兴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东北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制定合理的东北区域节能

减排计划，进而实现东北区域性低碳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效应的研究，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碳排放起到抑制作

用，存在碳排放的“倒逼减排”效应[1,2]。有学者则持不同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对碳排放

存在促进作用，即“绿色悖论”效应[3-5]。此外，有学者认为中国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

呈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以及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在中、东、西部存在区

域异质性[6,7]。也有学者分析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间接影响，得出环境规制会通过外商直

接投资来间接抑制碳排放[8]，以及在环境规制水平越高的省域，其产业结构调整的碳减排

效应越显著[9]。有学者从空间层面采用空间自相关、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中国城市能

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和演化路径，发现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粗放投资促进了城市碳排

放[10]。另外，也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省际碳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11]。城市是人

类经济社会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全球每年能源产出的60%~80%以上都流入城市，用于

满足城市生产生活，同时也排放了占全球70%的温室气体。显然，城市是节能减排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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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区域[12,13]。综上所述，目前已有研究侧重从国家、区域、行业和空间层面，研究环境规

制与碳排放相互作用关系，并对碳排放影响机制及因素深入探究，揭示了不同时期和地

区的碳排放特点与问题，对中国实现节能减排起到指导意义，但较少关注东北三省地级

市层面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因此，在碳减排的背景下，以城市为

基本分析尺度，定量识别东北三省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作用路径及时空演变特征，对促

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低碳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微观规制经济学》将规制解释为“对构成特定社会、机构，特定经济主体所得，并

按照一定的规章制度采取的限制的行为[14]”。一般而言，环境规制主要分为四类：命令控

制型、市场激励型、自愿型及隐型环境规制[15]。目前，学术界并未形成权威统一的衡量

环境规制水平的指标体系，主要基于研究对象的类型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来制定相应的衡

量指标。关于环境规制的衡量指标体系主要有以下几类：（1）环境规制投入指标，如环

境污染治理投资额[16]、污染治理设施的人均费用[17]，以及污染治理投资与其生产总值的

比例等来衡量[18,19]；（2）控制环境污染物排放效果，如二氧化硫和烟（粉）尘去除率、废

水排放达标率、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以及多种环境污染物排放的综合指数等来衡量 [20-22]；

（3）环境规制的相关法律法规，如排污费/税的征收、排污权交易系统、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等来考察[23]；（4）环境规制有效实施情况，如企业污染物处理情况、环保机构（部

门）对企业合格排放的检测次数等来考察[24]。以上指标体系在获取基础数据以及表示环

境规制强度方面各有利弊。其中，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环境保护法律政策属于环境投

入指标，仅为环境规制的一种侧面表达；环境污染物排放控制效果属于环境产出指标，

体现的是各种环境规制手段综合作用的最终效果[25]。为有效反映东北三省各城市的环境

规制强度，同时考虑到单一的环境规制变量指标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偏差，本文基于

东北三省各城市的实际污染指标及数据的可获取性，一方面采用多种环境规制强度指

标，即分别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环境保护法律政策以及环境污染物排放控制效果来

初步分析东北三省环境规制整体态势，另一方面采用能够体现环境规制最终控制效果的

污染物排放综合指数来分析东北三省各城市的环境规制格局演变，并构建计量模型，对

碳排放的作用路径予以探究。因此，本文通过多种指标衡量环境规制，全面分析东北三

省环境规制整体态势，这与目前大多数采用单一指标研究相比，分析的精确度与结果

可信度更高；同时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以东北三省为考察对象，定量研究环境规制

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对指导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东北三省是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的总称，地处38°43'~53°33'N、135°02´~118°53'E，

自南向北跨越暖温带、中温带与寒温带，属湿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是中国位置

最北、最东、纬度最高的行政大区。东北三省作为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工业起步

早，仍延续着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高能耗行业密集，产业结构不合理，能源消

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巨大。2016年，东北三省能源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为13.5亿 t，占中国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10.5%，而GDP占比仅有6.73%。东北

三省作为中国重工业聚集区，自然成为全国碳减排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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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多种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全面分析东北三省环境规制的整体态势；其次采

用污染物排放综合指数和碳排放量核算方法分别测算东北三省各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和碳

排放量，并利用ArcGIS自然间断点法定性分析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法定量研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作用路径及效应。

1.2.1 基于污染物排放的环境规制强度测度

采用污染物排放综合指数测度东北三省各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即选取各城市单位

总产值的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及烟（粉）尘排放量等单项指标，运用熵值法

计算城市层面污染物排放综合指数[26]。其中，一个城市的污染物排放综合指数越大，其

环境规制强度越弱。

1.2.2 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测算

根据式（1）测算东北三省各城市碳排放量：

C =∑
i = 1

8

ENi × EFi （1）

式中：C为碳排放总量； ENi 为第 i类能源标准煤消费量； EFi 为第 i 类能源碳排放系

数；i为能源种类（表1）。

1.2.3 计量模型构建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作用效应方面，存在“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观

点 [9]。政府通过一系列环境规制措施促成“倒逼减排”效应：一方面通过命令控制型

环境规制对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进行整顿关停，迫使其缩减生产规模或者强制使用低碳

技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减少碳排放量；另一方面通过市场激励型环

境规制，即采用征收排污税、环境保护税、污染治理补贴等方式，使得企事业、当事

主体增加能源成本，促使其使用环保技术，进而减少碳排放量[1,2]。而Sinn[27]提出的“绿

色悖论”理论正好相反：从对化石燃料消费征税到开发可再生能源等，这些旨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的措施，会使全球化石燃料需求减少，损害资源所有者的财富最大化；然

而，当预期到这些措施会损害其资源的未来价格时，就会加快资源开采，导致短期内化

石燃料开采率的提高，从而在短期内增加碳排放。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环境规制

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

Porter[28]提出的“波特假说”，认

为更加严格但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可

以激励企业创新和技术进步，产生

“创新补偿”，这不仅能够改善环境绩

效，而且还可以抵消部分监管的额外

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Walter等[29]

提出的“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政

府通过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使得高污

染企业产生高昂的“环境遵循成

本”，迫使高污染企业向环境规制低

表1 主要能源折标煤系数与碳排放系数

Table 1 Contracted coal coefficient and carbon emission

coefficient of main energy

碳源

煤炭

焦炭

原油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天然气

折标煤系数

0.7143 t · t-1

0.9714 t · t-1

1.4286 t · t-1

1.4714 t · t-1

1.4714 t · t-1

1.4574 t · t-1

1.4286 t · t-1

1.33×10-3 t · m-3

碳排放系数

0.7559

0.8556

0.5860

0.5538

0.5743

0.5918

0.6182

0.4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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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地区转移，而清洁型产业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从而严格的环境规制能促进当地产

业结构升级，降低碳排放。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以牺牲环

境质量为代价，降低环境规制门槛，吸引外资流入，使得国外污染密集型企业迁移到国

内来发展，从而产生更多的碳排放量，出现“污染天堂”现象。Atkinson 等 [30]提出的

“污染光环”假说则认为，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在向东道国转移时，同时也带来绿色清洁

的生产技术，提高当地的生产环保水平，从而有利于降低碳排放量。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2：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等路径间接影响碳排放。

地方政府竞争是各地区政府间采取降低环境标准、实施税收优惠以及营造良好投资

环境等方式，吸引外部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要素流入本地，提高经济的竞争优势，进而

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行为[31,32]。有学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因素是财政收入和政

治晋升[32]。其长期存在的地区封锁、地方保护主义和“大而全”的地区发展战略，可以

看作是地方官员在政治晋升博弈中做出最优反应的必然后果[33]。由于经济分权和政治集

权制度而形成的促进激励机制，地方政府之间已经形成“为增长而竞争”的局面；此

外，地方政府官员未严格有效实施环境保护政策，以吸引更多的高性能、高税收、高污

染企业，来提高当地经济增长绩效，而不是旨在解决本地区的环境问题，最终可能导致

环境状况的普遍恶化[34-36]。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为谋求财政收入，侧重于引进和发展经济

效益高、规模总量大的行业，而资本密集、规模效应显著以及易集中建设工业区的污染

性产业，正符合地方政府的要求，该产业的引进和发展无论是对地方财政收入还是政府

官员绩效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而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37]。因此，地区的外商投资

演变成地方政府竞争的一种模式，片面追求外商投资或者GDP来维持在较高经济水平，

也对碳排放量产生一定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地方政府竞争也会影响环境规

制对碳排放的作用效应。

（2）模型构建

以 2005-2016年东北三省 3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基础，借鉴温忠麟等[38]提出的中介

效应分析法及检验流程。选择碳排放量为被解释变量，环境规制为核心解释变量，地区

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为中介变量，对各变量同

时取对数处理，构建模型如下：

ln Cit = α0 + β1 ln HGit + β2 ln GDPit + β3 ln COPit + εit （2）

式中： ln Cit 为碳排放量，采用东北三省各城市8种能源消费量核算的碳排放量； ln HGit

为环境规制，采用污染物排放综合指数来测度东北三省各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 ln GDPit

和 ln COPit 为控制变量，分别为东北三省各城市人均生产总值和年末总人口数； ɛit 为随

机扰动项。若模型（2）中系数 β1 显著，说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显著，满足第一步

条件，继续进行后续检验。

将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作为中间变量，依次纳入模型（2）中，构建模型（3）、

模型（4）验证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碳排放和环境规制—产业结构—碳排放两条路

径是否具有中介效应：

M = α0 + β1 ln HGit + β2 ln GDPit + β3 ln COPit + εit （3）

ln Cit = α0 + β1 ln HGit + β2 ln GDPit + β3 ln COPit + β4M + ε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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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为中介变量，即外商直接投资（ ln FDIit）、产业结构（ ln INDit）。选取各城市

第三产业产值占第二产业的比例作为产业结构指标，用各城市人均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情

况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依次检验模型（3）中系数 β1 和模型（4）的系数 β4 ，若两个

都显著，则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间接效应显著；转到第四步，若模型（3）的系数 β1 显

著，即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显著；进行第五步，比较模型（3）中系数 β1 与模

型（4）的系数 β4 相乘项的符号和模型（4）的系数 β1 是否同号，若同号，属于部分中

介效应。

为检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作用关系是否受到地方政府竞争影响，逐个选取调节

变量，即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与环境规制的交叉项，构建模型（5）验证

调节效应：

ln Cit = α0 + β1 ln( )HGit × N + β2 ln GDPit + β3 ln COPit + εit （5）

式中：N为调节变量，即经济发展水平（ln GDPit）和外商直接投资（ln FDIit），若模型

（5）的系数 β1 显著，则存在调节效应。

采用环境规制滞后一期数据（lnHGt-1）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对所有数据序列进行

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同时对模型进行F检验和Hausman检验后，应采用个体固定效

应模型进行回归估计。使用Stata 15.1软件对以上模型进行估计。

1.3 数据来源

以 2005-2016 年东北三省 36 个地级市的数据样本进行测算分析，基础数据来源于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黑龙江统计年鉴》《吉林统计年鉴》《辽宁统计年鉴》以及其他相

关地市年鉴与统计报表。东北三省各城市生产总值以2005年不变价核算。以人民币兑换

美元当年汇率（表 2）来计算当年东北三省各城市外商直接投资额。对于个别年份缺失

的数据，根据其数据本身的变化趋势进行平滑处理。

2 结果分析

2.1 东北三省环境规制与碳排放整体态势分析

2.1.1 环境规制整体态势

（1）基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环境规制强度解析

东北三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例的变化态势存在明显差异（图1）：黑龙江省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例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上升幅度在东北三省中最大；辽宁

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例的变化态势大致呈M型，下降幅度最大；而吉林省环境

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例于 2010年达到峰值后基本呈下降态势。从 2013年以后东北三

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例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原因是在前期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收到效果，环境质量在逐步改善，因而各省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相对减少。

表2 2005-2016年历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

Table 2 Average exchange rate of RMB to US dollar from 2005 to 2016

年份

平均汇率

2005

8.276

2006

8.070

2007

7.807

2008

7.299

2009

6.836

2010

6.828

2011

6.621

2012

6.301

2013

6.289

2014

6.142

2015

6.228

2016

6.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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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环境保护法律政策的环境规制强度解析

近年来，针对不断恶化的环境污染问题，东北三省相继出台一系列与环境保护相关

的法律法规。其中，辽宁省出台地方法规最多，涉及面最广，包括辽宁省及部分城市的

水、大气、环境噪声、机动车排气等污染防治；吉林省出台12条地方法规，以自然保护

区管理条例居多；黑龙江省主要在大气污染防治、湿地保护、工业污染防治和排污费征

收等方面出台11条法规。东北三省的环保法治标准体系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环境规制

体系也得以快速发展。

（3）基于污染物排放综合指数的环境规制强度解析

东北三省各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呈现显著差异（图2）：黑龙江省大部分城市污染物排

放综合指数比吉林省和辽宁省城市高，环境规制较为宽松，其中大兴安岭和鹤岗的环境

规制最为宽松；辽宁省大部分城市污染物排放综合指数比其他两个省份城市低，实行更

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其中沈阳市环境规制最严格。总体上，辽宁省环境规制最为严格，

其次是吉林省，黑龙江省环境规制最为宽松，这与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环境保护法律

图1 2005-2016年东北三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例

Fig. 1 The proportion of investment i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in the three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as a

proportion of GDP from 2005 to 2016

图2 2005-2016年东北三省各城市环境规制平均得分

Fig. 2 The average scor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 various cities of Northeast China from 2005 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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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两个方面来衡量东北三省环境规制强度基本相同。

2.1.2 碳排放整体态势

根据式（1）计算东北三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如图3所示。从变化趋势看，研究期

内东北三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均呈先增加后减小态势，辽宁省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碳排

放量，这是由于同样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辽宁省，其工业体系成熟相对较早，钢铁制

造业、有色金属加工业等高耗能的工业企业较多。

2.2 东北三省环境规制与碳排放时空演变分析

2.2.1 环境规制内部格局演变

基于东北三省各城市污染物排放综合指数，选取变化较典型的 2005 年、2009 年、

2012 年和 2016 年作为代表性年份，通过自然间断点法将环境规制强度分为 4 种类型

（高、中高、中低、低）。

从环境规制强度水平类型来看（图4）：（1）环境规制的高水平类型城市数量不断增

加，由东北北部向南部迁移，并在沈阳—大连一线不断聚集，2016年在辽宁大部形成团

状聚集区。（2）环境规制的中高水平类型城市数量基本不变。研究初期呈分散状，大多

分布在高水平类型城市外围，2016 年在黑龙江南部和吉林大部重新形成新的聚集区。

（3） 2005年环境规制的中低水平类型城市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和吉林东部以及辽宁南部，

2009年该类型城市全部位于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并在两省份呈东西对称分布，2012年以

后这一态势逐渐强化，城市数量不断减少。（4）环境规制的低水平类型城市数量不断减

少，研究后期该类型城市全部分布在黑龙江省北部。

总体来看，东北三省环境规制强度水平呈现由北向南逐渐增强的态势，区域间差异

逐渐增大；高和中高水平类型区分布集中，城市数量多，说明东北三省环境规制水平不

断增强；中低和低水平类型区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北部和吉林东部，城市数量不断减少。

2.2.2 碳排放内部格局演变

根据式（1）计算东北三省各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量。选取2005年、2009年、2012

年和2016年作为代表性年份，对比分析东北三省各城市在研究时段内碳排放量空间演变。

从碳排放量水平类型来看（图5）：（1） 2003年碳排放量高水平类型城市在辽宁省境

内呈N型分布，2009年主要分布在辽东半岛和东北中部，2016年位于东北中部的聚集区

逐渐消失，重新在辽宁半岛形成新的聚集区。（2）碳排放量的中高水平类型城市数量逐

图3 2005-2016年东北三省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趋势

Fig. 3 The total carbon emission trend of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three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in 200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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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减少，分布范围也由以东北中部为主向南逐渐收缩，且大多位于高水平类型城市外

围。（3）碳排放量的中低水平类型城市数量无变化，位于东北东部的聚集区逐渐消失。

（4）碳排放量的低水平类型城市数量呈波动增加，空间分布范围也发生明显变化，由以

图4 2005年、2009年、2012年和2016年东北三省环境规制强度空间格局

Fig. 4 Spatial patter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in the three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in 2005, 2009, 2012 an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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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北部为主向南逐渐扩散，且向南的这一态势逐渐强化。

总体来看，东北三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水平呈现下降态势，碳排放量的高水平类型

图5 2005年、2009年、2012年和2016年东北三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空间格局

Fig. 5 Spatial pattern of carbon emissions from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three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in 2005, 2009, 2012 an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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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分布在辽东半岛以及大庆市和吉林市等石油型、冶金型城市，碳排放量的低水平类

型城市数量呈波动增加，主要分布在东北北部，且向南逐渐扩散。

2.3 东北三省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作用路径分析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3、表4所示。

表3显示，模型（2）中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回归系数为显著正相关，即污染排放综

合指数越高，环境规制越宽松，碳排放量越大；反之，污染排放综合指数越低，环境规

制越严格，碳排放量越少，表明东北

三省环境规制对碳排放起到抑制作

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的

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和

人口增加势必会造成更多的能源、资

源使用，而能源消耗会给环境造成一

定影响，进而导致碳排放量增加。

在模型（3）中，环境规制对外

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均

通过 5%显著性检验，进而验证了环

境规制对中介变量的作用效果。环境

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为正

值，说明严格的环境规制不利于引进

表4 模型（4）和模型（5）回归结果

Table 4 Model 4 and 5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lnHGt-1

ln(HGt--1×FDI)

ln(HGt-1×GDP)

lnGDP

lnCOP

lnIND

lnFDI

常数项

Adj R-squared

F检验

Hausman检验

模型（4）

lnC

0.708**

（4.39）

—

—

0.032**

（0.11）

0.537***

（3.61）

-0.153***

（-3.32）

—

5.532***

（5.17）

0.835

14.725***

Prob>chi2=0.004

lnC

0.746**

（4.47）

—

—

0.012**

（0.47）

0.483***

（3.41）

—

0.018***

（0.53）

5.72***

（5.61）

0.854

14.347***

Prob>chi2=0.000

模型（5）

lnC

—

-0.038***

（-0.61）

—

-0.037

（-0.11）

0.482***

（3.32）

—

—

2.34**

（3.35）

0.871

13.745***

Prob>chi2=0.000

lnC

—

—

0.011***

（0.53）

0.312**

（0.67）

0.507***

（3.11）

—

—

3.27***

（3.58）

0.862

14.347***

Prob>chi2=0.000

表3 模型（2）和模型（3）回归结果

Table 3 Model 2 and 3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lnHGt-1

lnGDP

lnCOP

常数项

Adj R-squared

F检验

Hausman检验

模型（2）

lnC

0.739***

（4.58）

0.091**

（0.79）

0.513***

（3.21）

5.233***

（5.13）

0.891

7.975***

Prob>chi2

=0.000

模型（3）

lnFDI

1.437**

（3.62）

1.052***

（19.07）

0.507***

（2.94）

6.253***

（3.57）

0.883

8.632***

Prob>chi2

=0.000

lnIND

-0.317**

（-1.62）

-0.043**

（-1.54）

0.235**

（2.27）

-2.45***

（-2.81）

0.865

6.271***

Prob>chi2

=0.000

注：**、***分别为5%、1%显著水平下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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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即高标准的环境规制会使高污染高耗能外企增加生产成本，促使高污染高耗

能企业向环境规制低水平地区转移，进而出现“污染天堂”现象。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

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严格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随着环境规制越

来越严格，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将承担更高的环境成本，获得的利润也就变小，为谋求更

好的生存，企业通过迁移或者产业升级来规避带来的高额环境成本，从而促进清洁产

业、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等第三产业兴起，优化产业结构。

表 4显示，模型（4）中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回归系数均通过 1%显

著性检验，满足存在中介效应第二步条件，说明环境规制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

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显著；此外，加入中介变量后，虽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显

著性降低，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均为负数，依然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满足

存在中介效应第四步条件，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存在直接抑制作用。另外，通过比较

模型（3）和模型（4）的系数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均满足存在中介效应第五

步的条件，都属于部分中介效应，表明东北三省严格的环境规制不仅可以直接抑制碳排

放，也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抑制外商直接投资来间接抑制碳排放。

在模型（5）中依次加入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的交叉项，验证地

方政府绩效考核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规制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

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的交叉项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说明东北三省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受到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竞争的影响。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水平交

叉项的回归系数要小于模型（2）中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水平的

提高与政府制定宽松的环境规制有显著关系，主要是以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为特征的经济

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的弊端，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增长，增强本地政府绩效成绩，制定

宽松的环境规制，增加了碳排放量，不利于地区低碳经济的发展。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

投资交叉项的系数为负值，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目标的部分地方

政府对高耗能高污染外资企业的引进，减弱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效果。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基于2005-2016年东北三省3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定性分析环境规制与碳排放

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法定量研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

路径，得到结论如下：

（1）从各城市对比来看，环境规制强度呈现出明显的市域差异，其中黑龙江省大兴

安岭地区环境规制最为宽松，辽宁省沈阳市环境规制最严格。总体来看，辽宁省环境规

制最为严格，其次是吉林省，黑龙江省环境规制最为宽松；东北三省碳排放量均呈先增

加后减小态势，辽宁省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碳排放量。

（2）从空间格局来看，环境规制强度呈现由北向南逐渐增强的态势，区域间差异逐

渐增大。环境规制的高水平类型分布集中，城市数量最多；低水平类型全部位于黑龙江

北部，城市数量最少。碳排放量的高水平类型集中分布在辽东半岛以及大庆市和吉林市

等石油型、冶金型城市，低水平类型城市数量呈波动增加，主要分布在东北北部，且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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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逐渐扩散。

（3）从作用路径来看，东北三省严格的环境规制不仅直接抑制碳排放，也可以通过

优化产业结构和精简粗放投资间接抑制碳排放，地方政府竞争则会减弱环境规制对碳排

放的抑制效应。

3.2 讨论

（1）对辽东半岛等碳排放量较多的地区，开展有针对性的监测检查和违规处罚，保

障环境规制的有效实施；对黑龙江省环境规制强度水平较低的城市，应该适当提升环境

规制强度，逐步控制和减少碳排放。

（2）东北三省严格的环境规制会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精简粗放投资间接抑制碳排

放。因此，东北三省各城市要根据不同经济状况、不同资源禀赋以及不同产业结构采用

区域差异化、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和手段，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同时，还要避免

出现主动降低环境标准来招商引资的情况，杜绝引进污染型产业或企业，进一步通过精

简粗放投资降低碳排放量。

（3）地方政府竞争会减弱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抑制效应。因此，东北三省各城市必

须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建立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相结合的政府考核体系，同时城市之间

建立环境规制区域协调机制，形成联合控污治污格局，逐渐消除地方政府竞争对这种抑

制效应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抑制东北三省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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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spatio-temporal carbon
emissions patterns:

Empirical analysis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WANG Kang, LI Zhi-xue, ZHOU Jia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36 municipal panels in the three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from 2005 to 2016,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are analyzed qualitatively. And we use a mediation effect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quantita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omparison of cities shows that there are obvious urban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cities i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carbon emissions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reduced; (2) As for the spatial patter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hows a trend

of increasing from north to south,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increased gradually. The

high- level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re centrally distributed, and most in cities. The

low- level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re foun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the number of the low-level types is the smallest in cities. The high-level types of

carbon emissions are concentrated in regions which are rich in oil and metal resources, such as

Liaodong Peninsula and the cities of Daqing and Jilin. And the number of low-level cities has

increased, mainly 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the region; (3) The stri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the three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not only directly restrains carbon emissions, but also

indirectly restrains carbon emissions by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reducing rough

investment. Meanwhile,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would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of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Key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rbon emissions;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mediating ef-

fects;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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